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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代的推進需要傳統的滋養，在當前重新認識和解讀傳統經典顯得很有意義和

價值。《禮記·學記》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專著，它的面世標記著中國教育思想的成

熟發展。本文將通過《學記》各家註釋以及參照《論語》、《孟子》、《荀子》等

儒家典籍，嘗試探析《學記》中所蘊含的教育觀。首先，本文從《學記》中的教育

制度和教學管理，瞭解中國古代具體的教學措施，進而探討先秦時期的教學制度中

深層意義，以及人們理想中，最能達到的教學目標的管理方法，其中也包括了對師

資的要求。其次，本文嘗試解析《學記》中占大部份的論述，也就是教學原則。將

教學原則分為針對教師和針對學生的兩個部份來看，《學記》中側重對針對教師而

言的原則。教學原則中也反映出“學為主體，教為主導”的思想。再次，本文欲從

《學記》中發現教育的重要意義，對中國古代的人們而言，教育是修己治人的管道，

通過學習來完善自我人格，並將所學推廣出去。教育和政治的密切關係也使它備受

重視。儒家認為教化是國家長治久安的要素，反映出儒家教育思想的政治化。此外，

中國極為重視儒家教育，也是因為它符合社會文化的需求，是中國特有文化下的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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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古代傳自周公制禮作樂，即進入文明的禮治社會，為國以禮，做人以禮。

中國歷代王朝都重禮制，王朝建立伊始，均物色精通禮學的學者來制定禮儀，其依

據的是《禮》經。《禮記》成書於漢末，乃“三禮”1之一，又稱《小戴禮記》、

《小戴記》，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漢時期的禮學文獻選編。全書不僅記載

了諸多繁縟的儀節，還詳盡地闡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作用，相當透徹地宣揚了儒

家的禮治精神。 

《禮記·學記》作為中國第一部教育理論專著，主要論述先秦時期儒家的教學

經驗和學術主張。其論述主要是圍繞教學而展開，探討了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

育制度、教育原則、教育方法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從東漢伊始，經南北朝、唐、宋、

元、明、清以至民初，《學記》註釋多達 140 家。東漢鄭玄的注，既推究名物訓

詁，也闡釋經文的微言大義，但他偏重前者。南北朝到隋唐的皇侃、熊安生、陸德

明、孔穎達等雖然立說不同，但是都恪守古義，以鄭玄為宗。今文經學從時代背景

和註釋者的治學教學經驗出發解讀，發微《學記》中蘊含的教育教學思想，甚至根

據時代的現實需要，提出相應的見解。如宋代劉敞、衛湜，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等跳

出章句注疏，重視經文為現實服務。這些研究往往具有濃厚的哲學意味和政治意味。 

二十世紀始，學者普遍從教育學角度研究《學記》。在許多教育史著作中，作

者都專門研究了《學記》的教育思想，或在研究具體教育問題時兼顧到了《學記》。

                                                           
1
 東漢鄭玄注“三禮”以前，無“三禮”之名。自鄭氏注《周禮》、《儀禮》、《禮記》，始“通

為三禮焉”。自鄭氏作注後，《禮記》地位日升，至唐代被尊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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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毛禮銳、沈灌群編的《中國教育通史》，孫培青、李國鈞編的《中國教育思想史》

等主要闡述《學記》中的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原則、教育主體等

問題。廖其發《先秦兩漢人性論與教育思想研究》認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包

含了先秦儒家關於人性與教育作用思想的簡要總結。可見《學記》是先秦時期教育

思想的一個重要部份。至於對《學記》進行專題研究的論著，主要有杜明通的《學

記考釋》、高時良的《學記評注》、傅任敢的《〈學記〉譯述》等，這些論著通過

對《學記》結構的分析和對其中若干概念、命題的考辨，排除以後來的經驗忖度以

前事物，以求辨明《學記》原義。 

從以上《學記》研究的一個粗略概貌中，可發現論者較少在時代背景，文化思

想上對《學記》作出探析。《學記》是《禮記》中的一篇，據高明《禮記新探》分

析，《學記》一篇在前人對《禮記》內容分類中，多屬“通論”，如西漢劉向的

《別錄》和元吳澄的《禮記纂言》。近人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里，將

《禮記》各篇分為十類，其中《學記》屬“通論禮意或學術”。高明《禮學新探》

在綜觀前人分析《禮記》各篇的內容後，也對《禮記》內容做出了自己的分類，其

中他將《學記》列入“通論”一類，“通論與禮有關的學術思想的”。2 可見《學

記》在他們的眼中是論述有關“禮”的一篇文章，和學術的關係也極為密切。《禮

記·郊特牲》說：“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3 禮

的價值，蘊含在其表現的道理中，若不通曉其中道理，則只是在陳述一些制度和儀

                                                           
2
 見高明：《禮學新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1963，頁 71-79。 

3
 [清]朱彬撰：《禮記·郊特牲》，《禮記訓纂》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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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記》中所論述的教育制度、教育原則等，當然也有蘊含在內的禮義，值得

後人去探討和認識。 

至於《學記》與學術的關係，首先應談到儒家學派。《漢書·藝文志》提出諸

子之學出於王官，認為“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

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於道為最高。”4 可見儒家學派和中國古代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眾多儒家經

典中都論及教育，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儒家各派學術思想各有差異，但在對

待教育的根本態度上，包括從人性發展的角度強調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禮治

的角度論述教育的意義和宗旨，教育內容為道德培養和經籍學習等，儒家在這些方

面均有一致的立場，即所謂“千慮而一致，異途而同歸”。《學記》也是其中一篇

闡述儒家教育思想的著作，參照與各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荀子》、

《大戴禮記》等，當然其中也包括《禮記》各篇，可發現其中相通之處。 

《學記》作為最早的教育專著有其一定的存在意義，它反映出中國古代對教育

的重視。古代人們對教育的重視，或是建立在中國本身的文化思想上，人們以相傳

的經驗總結出教育的重要性。本文嘗試探討《學記》與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

的關係，以深入瞭解《學記》中的教育觀。 

 

 

                                                           
4
 [漢]班固撰：《漢書·藝文志》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1728。 



9 

 

第一章、教育制度和教學管理 

中國很早以前就開始重視教育，從《尚書》到《論語》、《孟子》、《荀子》、

《禮記》都有不少對教育和教學的論述。《禮記》一書不僅闡述了儒家的禮教思想，

並且也記述了古代的學校制度和教育思想。如成篇於漢初的《王制》除了比較系統

地記載了有關朝覲、喪祭、巡狩、刑政等典章制度外，也記有夏商周的學制以及

“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

詩、書”5 等教學情況。《文王世子》等篇則較詳細地記有教育的內容和教學的要

求。《內則》篇是中國最早論述兒童教育和女子教育的文獻。在論及教育中，比較

受矚目且影響較廣的篇章為《大學》、《中庸》、《學記》、《樂記》。 

儒家重視教育的教化作用，故主張以倫理道德來教化萬民，更提出興學校、廣

教化的各種具體措施，且直接從事教育實踐和發展教育理論的活動。瞭解古代的學

校設置，以及有關制度的制定，有助於研究古代教育思想，因此，此章嘗試探討

《學記》中的學校制度，教學管理，以及教師的職責，以進一步瞭解中國古代教育

觀。 

 

 

 

                                                           
5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9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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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學制和考核制度 

《學記》中記載有關大學的制度，朱子曰：“此篇言古者學校教人傳道授受之

次序，與其得失興廢之所由，蓋兼大、小學言之。”6 然而，《學記》多次提及大

學，如“大學始教”，“大學之教也”，“大學之法”，卻完全沒有言及小學，可

見此篇確實是為大學寫的。 

《禮記·明堂位》：“序，夏後氏之序也。”7 《禮記·王制》：“夏後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8說明夏代已經建立了學校，但是卻沒有詳盡的學校

制度。《學記》中記載一套系統清晰的大學學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

術有序，國有學。”9 據王鍔《〈禮記〉成書考》的分析，《學記》成篇於戰國時

期。10 《學記》以“古之教者”來說明，可見戰國時，塾、庠、序、學這一類的學

校已衰落不振，作者爲了“法先王”，以托古的方式提出這理想的西周學校制度。 

鄭氏注“術，當爲‘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11 家、黨、術、

國是從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區劃，塾、庠、序、學是學校的名稱，從這一句中可見西

周已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機構中建立不同等級的學校。西周王室和諸侯各國所建立的

學校，可分為兩類：一類稱為國學，辦在王室京畿和諸侯國都，另一類稱為鄉學，

                                                           
6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9，頁 956。 
7
 《禮記·明堂位》，《禮記訓纂》上冊，頁 488。 

8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76。 

9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57。 

10
 見王鍔著：《〈禮記〉成書考》，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64-65。 

11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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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在郊區鄉里。《學記》中的塾、庠、序，都屬於鄉學，是地方學校；學即國學，

是京都學校，也就是中央學校。 

楊寬在《西周史》中說道，禮書所說的西周小學、大學的制度，並非出於虛構，

他也舉金文中的例子為證，說明西周貴族確有小學和大學。12 西周的國學中又分小

學與大學兩個階段。西周的大學在周王畿的稱辟雍，在各諸侯國設立的大學稱泮宮，

都是國子入學之所。《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至

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13 鄉學據《周禮》，鄉有庠，州有序、

黨有校，閭有塾，與《學記》略不同。14 綜上所述，可見西周時期，學校的設立已

相當普遍。但是此時的學校都是由國家興辦，貴族對教育有絕對控制，春秋戰國以

前，唯有貴族能接受教育，而且還得根據身份地位決定學校和入學年齡。 

《學記》的學校制度中還提及一個九年制的學年規劃，當中也包括了考核制度：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

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學記》把

大學教育的年限定為兩段、五級。第一、三、五、七學年畢，共四級，為一段，七

年完成，謂之“小成”。第九學年畢為第二段，共一級，考核合格，謂之“大成”。

由此可見古代年級制的萌芽。15 至於考核則是每隔一年考查一次，以檢視每一個階

段的學業是否順利完成。 

                                                           
12

 見楊寬著：《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665-666。 
13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76。 
14

 陳來著：《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 348。 
15

 孫培青、李國鈞主編：《中國教育思想史》第一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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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內容是評估學問和品行，對不同的年級有不同的評估標準。“一年視離

經辨志”，學問方面考閱讀能力，是否能明晰經義，分析經書章句；品德方面考學

生能否確立學習的志向。“三年視敬業樂群”，學問方面考學生的敬業精神，在學

業上是否能專心致志；品德方面考合作能力，同學之間的相處能否和睦友愛。“五

年視博習親師”，學問方面考學識的廣博程度，衡量自學能力的強弱；品德方面考

學生能否親敬師長，虛心接受教導，以示治學興趣。“七年視論學取友”，學問方

面考學術見解，是否具備獨立的治學能力；品德方面考交遊擇友，能否辨識他人的

品行並愉快合作。通過評估的“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考

學術知識上的融會貫通和志向能否堅定不移。“強立而不反”表示學生有能力嫺熟

地處理各種問題，並且擁有穩定的人格，故“謂之大成”。能符合標準的才有本領

移風易俗，使“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 

從考核的內容中，不難發現中國古代的教育並非單純傳授知識技術的，而是注

重智育（知識教育）和德育（道德教育）兩方面的同步發展，這兩者是融為一體的。

故《學記》不僅僅是闡釋教學活動，除了傳授知識以外，還要培養品德。《學記》

中的考核制度體現了循序漸進，德智並重的特點，學業方面注重閱讀、分析和思維

能力的培養；品德方面則著眼於樹立遠大志向和培養人的群體性。16 全方位的發展

才能培育出完整的人格，以及造就有道德有才能的政教人才。 

接受教育的人，首要任務就是學習經書，《學記》中記入學一年考“離經辨

志”，說明掌握閱讀經典的能力是最基本的學習。鄭玄注“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

                                                           
16

 孫培青、李國鈞主編：《中國教育思想史》第一冊，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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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學乎”時說道，“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17，即指通過典籍學習做聖人的道

理。荀子說：“學，惡乎始？惡乎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18 可見古代經典文

獻，在春秋戰國時期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隨著儒家教育地位的確定，儒家經籍

成為官學和私學的基本教材，成為古代進行道德教育和知識傳授的主要內容。這對

中國文化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特別是秦以後兩千餘年，都一直籠罩在經學的氣氛

之下。 

儘管《學記》中有一套系統的考核制度，卻幾乎沒提及教學內容，只有一句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透露教學

內容包含樂、詩和禮。西周官學主要教育內容為六藝，《周禮·地官司徒》載“養

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禦，五曰六書，

六曰九數。”“（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

禦、書、數。”19 縱觀《禮記》一書，所談的教育內容與《周禮》有所不同，不言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言“四術”，即詩、書、禮、樂。如《王

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20 另外《文王世子》中也有“春誦，夏弦” （“誦”即誦詩，

“弦”即司樂），“秋學禮”、“冬讀書”21 的說法。“四術”與“六藝”相比，

                                                           
17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56。 
18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1，頁 11。 
19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地官司徒》，《周禮注疏》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

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52。 
20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95。 
21

 《禮記·文王世子》，《禮記訓纂》上冊，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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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射、御、書、數，同有禮、樂，而增添了詩、書。“四術”中的“書”不同於

“六藝”中的習字的“書”，而是指讀書，雖然是否專指《尚書》還缺乏確證，但

讀的總是記載前代統治者的典章制度和政令措施的文獻，其中很大一部份是和禮儀

有關的。“詩”也未見得是專指《詩經》一書，但上古的詩本是樂舞的歌辭，所以

詩書與禮樂密切關聯。春秋氣候好，主要演習禮樂；冬夏不便於實地操作，則進行

誦詩讀書的輔助性學習。22 然而，無論是“四術”或“六藝”，都是以“禮樂”為

核心。 

 

第二節、教學管理 

《學記》提出了學校管理的具體措施，尤其特別重視大學的入學教育和對學生

日常行為的管理。大學的開學在古代是備受重視的，入學的時候，學校都會舉行開

學典禮，並有一定的禮儀制度。《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開學之日，師生要冠服嚴整，由官吏穿著禮服，供奉芹藻一類的菜蔬，舉行祭禮，

祭祀先聖先師，以表示對道的尊崇。《禮記·文王世子》載：“凡學，春官釋奠于

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23 《學記》把入學教育

作為大學教育的開始，隆重地舉行釋奠之禮，是要讓初入學的學生從一開始就懂得

尊重先聖先師和自己的教師，並以認真的態度面對學業。 

                                                           
22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10。 
23

 《禮記·文王世子》，《禮記訓纂》上冊，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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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年夏季“禘祭”之後，天子諸侯都會定期視學，據《禮記·月令》仲

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24《學

記》中也有天子卜諦視學制度。這除了表現統治者對教育之重視，也起著讓學生敬

重學業的作用。“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學生在入學之時，學校就會以《詩·小

雅》中的詩篇《鹿鳴》、《四牡》和《皇皇者華》來教育學生，讓他們樹立日後從

政的學習目標，以此期望學生能立志蒞官事上。 

爲了保證教學的進行，學校必須設定嚴格的紀律訓誡和條規。“入學鼓篋，孫

其業也。夏婪二物，收其威也。”學生聽鼓聲就得打開書篋，目的是使他們重視學

業，保持虛心的學習態度。備有荊條，是爲了使學生有紀律和秩序，維持學校與課

堂上整肅的風紀。在一個正視學業的環境下學習，才能培育出優秀的人才。中國古

代的教育家都瞭解環境對人的影響極深，如荀子所說的“干、越、夷、貉之子，生

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25 若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則可令學生“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26 使他們的心智更順利地發展。 

 

 

 

 

                                                           
24
《禮記·月令》，《禮記訓纂》上冊，頁 231-232。 

25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2。 

26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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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教師的職責 

《學記》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官師合一”的思想，這

一點也是沿襲西周的思想。西周的學校全由國家開辦，教師也都由國家政府官吏擔

任，故官師合一。27 《周禮》中的師氏，雖然要“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28，仍是帶兵的軍官，但其主要職責已演化為勸誡君王、教授國子。《禮

記·王制》中大司徒有教士以車甲、技力、射御等軍事技能的任務，又是主管全部

教化活動的長官。《周書·泰誓》中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29 古代

官師不分，可見教師的地位並不低。 

清人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內篇提出，諸子百家之學，本原所出，皆不外於

《周官》之典守；古代官師合一，官師守其典章。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官師分離，

官有政，師有教；六藝失其官守，賴於師教而傳：“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

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

藝而奉以為經。”30 這是認為諸子的產生有一大的背景，即制度由官師合一、治教

合一轉為官師分職、治教分途的變化，政務官員不再承擔教化職能，教化的職能由

民間的學者來承擔。31 

                                                           
27

 朱啟新著：《中國春秋戰國教育史》，收入《中國全史》第十八卷，頁 23。 
28

 《周禮·地官司徒·師氏》，《周禮注疏》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352。 
29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泰誓上》，《尚書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

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72。 
30

 [清]章學誠撰，呂思勉評：《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8，21，27。 
31

 陳來著：《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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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記》突出教師地位，認為教師的任務就是教人“為長”“為君”之道，同

時又把“為師”作為“為長”和“為君”的條件，那是因為儒家認為教化工作乃是

為長為君的重要職責之一。爲了推廣教化，《學記》認為必須要“嚴師”，“師嚴

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只有真正尊重老師，“道”才能為人所尊信；也只

有“道”為人所尊信之後，人民才知道治學。因此，中國歷代統治者多封教師以官

職，將教育提到了治國安邦的首位，也給予了教師崇高的社會地位：“是故君之所

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尊師是《學記》的一大特點，與荀子所論頗為相通。荀子將天、地、君、親、

師並列，將教師提到崇高尊貴的地位。他說：“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32 《禮記·禮運》中也有類似的提法：“天生時而地

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33 在儒家禮制中，師與君、親被列入同一等級。荀

子認為教師的地位與國家的興衰存亡有莫大關係，“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

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

壞。”34 荀子認為教師是禮的化身，“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

                                                           
32

 《荀子·禮論》，《荀子集解》下冊，頁 349。 
33

 《禮記·禮運》，《禮記訓纂》上冊，頁 343。 
34

 《荀子·大略》，《荀子集解》下冊，頁 5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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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35 而親近師長是最有效的學習途徑，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36 。 

《學記》說：“三王四代唯其師”，因此它對教師的素質和條件有一定的要求，

“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

人师也。”教師必須能掌握教學原理和方法。此外，還要求教師有高超的語言修養，

能言簡意賅、深入淺出地教育學生，即“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孔

穎達說：“善為教者，出言寡約，而義理顯達易解之。”37 教學的語言要簡明扼要，

讓學生容易明白內容。 

 

 

 

 

 

 

 

                                                           
35

 《荀子·修身》，《荀子集解》上冊，頁 33。 
36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14。 
3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

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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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教學原則 

許多學者在論及《學記》時，都會提及《大學》一篇與它的關係。王夫之認為

《學記》“與《大學》相為表裡。”38 陳澧《東塾讀書記》也說：“《大學》篇首

云‘大學之道’，《學記》亦云‘此大學之道也’，可見《學記》與《大學》相發

明。”39 《大學》主要闡明教育目的，《學記》主要側重教學方法和原則，兩者是

相輔相成的教育著作。40 《學記》的突出貢獻在教學問題上的論述，其中包括教學

原則和教學方法等方面，這一部份內容在《學記》中所占篇幅、字數最多，價值也

較大。 

此章主要分析《學記》中的教學原則，其中可分教師與學生兩方面來談。教師

在教學中扮演重要的主導角色，《學記》一篇中主要的教學原則都是針對教師而言

的，其中包括了“教學相長”，“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等。而學生作為學習

的主體，必須掌握學習的原則，使教學順利進行。為此，《學記》提出了“藏息相

輔”和“相觀而善”的原則。 

 

 

 

                                                           
38

 [明]王夫之著：《禮記章句·學記》，《船山全書》第四冊，长沙市：岳麓书社，1991，頁 869。 
39

 陳禮：《東塾讀書記（外一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171。 
40

 宋寧娜：〈《學記》所表現的中國古代教學論水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 年 第二期，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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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教師的教學原則 

一、明教學相長 

漢字的“教”源於“學”，故即便當“教”的概念已經形成，人們仍舊可以以

“學”來指稱“教”，如《禮記·檀弓》：“叔仲皮學子柳”，鄭注“學，教也。”

41傅說所說的“學學半”，第一個學字，是指“斅”，即教的意思。因此，《學記》

不只是談論“學”，而是涉及“教與學”。就如鄭玄注：“名《學記》者，以其記

人教學之義。”42 對於教與學之間的關係，《學記》提出“教學相長”這一概念。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

曰：教學相長也。 

教師通過教學的實踐過程，發現自己的不足，從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學習，提升

教學水平。學生從老師的教授中獲得知識，并瞭解學問的深廣，從而主動、自覺地

學習和實踐以拓寬自己的眼界。就如孔穎達疏：“不學之時，諸事蕩然，不知己身

何長何短。若學，則知己之所短，有不足之處也。……不教之時，謂己諸事皆通。

若其教人，則知己有不通，而事有困弊，困則甚於不足矣。”43 教師和學生在與對

方互動時，都能進一步地激發自己內在的學習動機，增強學習的自覺性。這種相互

砥礪、相互促進的關係，能使雙方的學識和品德得以不斷發展。 

                                                           
41

 《禮記·檀弓》，《禮記訓纂》上冊，頁 97。 
42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56。 
43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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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這一點對教師而言相當重要，因為“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必也其聽語乎！”單靠一些零碎的知識，學問不夠淵博，又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學生提問時無法加以解答，就稱不上一位好教師，無法啓發學生、促進其智力發

展。故教師應時刻提醒自己“教學相長”的道理，在發現自己知識和經驗的貧乏，

遇到教授上的困難時，要反過來嚴格要求自己，鞭策自己再進行鑽研。教與學是互

相促進的，教師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和文化修養，能使學生耳濡目染地學習，

並以教師為學習對象，更有動力地在學業上用功。 

“教學相長”本意僅針對教師而言，指教者以教為學，在教導過程中學習，不

斷精進。但後來有學者在詮釋“教學相長”時作了引申，將其視為教師和學生雙方

互相促進的過程。學生在學習中，不應只是單純的接受老師的教導，而是要以老師

所教為基礎，不斷精進。“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

又從而怨之。”學生的學識來自於教師，唯有“善學”才能接受教師的教導。學生

可以通過自己深入的學習，在教師教的水平上加以進步。這種師生互相影響的環境，

使學生能有主動積極的學習態度，如此才有可能培養出荀子所說的“青，取之於藍

而青於藍”44 這般的學生。可見“教學”是教師的教授和學生的學習組合而成，須

雙方的積極投入和通力合作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 

 

 

                                                           
44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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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宋代朱熹之言，然而在先秦時期的孔子卻早已具備並實施這一

概念。《論語·先進》載，子路問孔子：“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

何其聞斯行之？”後來冉有又問孔子同樣的問題，子曰：“聞斯行之。”孔子對於

子路和冉有的同樣問題，給予不同的回答。這是因為他清楚學生的性格，他說：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45 依個人的性格分別施教，才能對癥下

藥，有效啓發學生。教者應對學生有一定的觀察和瞭解，“子曰：‘從我於陳、蔡

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

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46 可見孔子十分熟悉學生的特點與個性，

留意到學生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長。對學生的深入瞭解可使他針對性地進行教學。故

學生同樣問仁、問孝、問政，其回答往往是深淺、詳略、繁簡各不同，這就是“因

材施教”的實踐。 

《學記》中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因材施教”，卻在內容中多處透露這一理念。

在分析教育不成功的原因時，《學記》指責的其中一項是教師“使人不由其誠，教

人不盡其才”，可見作者認為教師應度量學生的才性高低，才能“盡其才”。爲了

使學生能有最佳的發展，瞭解學生的性格和學習能力是很重要的。 

《學記》說：“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孔穎達解釋道：“時觀，謂教者時

時觀之，而不丁寧告語。所以然者，欲使學者存其心也。既不告語，學者則心憤憤，

                                                           
45

 [宋]朱熹撰：《論語·先進》，《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128。 
46

 《論語·先進》，《四書章句集注》，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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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悱悱，然後啓之，學者則存其心也。”47 這就是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48 

之意，教師要經常觀察學生，留心學生的學習情況，但到必要時才加以指導，不急

於向學生解說，使學生能獨立地用心鑽研。通過觀察學生，才能瞭解學生，並能在

適當的時候啓發誘導學生。 

 

三、長善救失 

《學記》指出“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

善而救其失者也。”多，過於龐雜，貪多務得；寡，知識面狹窄，貧乏淺薄；易，

把學習看得過分容易，自滿自足；止，夸大困難，畏難而止。49“四失”是由於學

生的“心之莫同”，不同的心理狀態，性格，聰慧程度，學問深淺等都會影響其學

業表現。教師應“知其心”，才能發揚其優點，矯正其缺點。 

“長善”就是要發展獨有的優勢和特點，使其能與眾不同。“救失”則是克服

弱點，彌補缺陷，使不利因素減少。他們都認為要瞭解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但是，

很多時候學生本人并不知道自身有何毛病需要改正，而教師的修養和經驗能居高臨

下地發現學生的弱點，可適時幫助學生克服難題。因此，這也被認為是教師的責任，

是因材施教的體現。 

                                                           
47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057。 
48

  《論語·述而》，《四書章句集注》，頁 95。 
49

 王炳照等主編：《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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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曾指出：“多、寡、易、止，雖各有所失，而多者便於博，寡者易以專，

易者勇於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則善長矣。”50 教師若能準確地

把握學生的特點和資質，正確地調整教學的主次、詳略等，或許能將學生不利的條

件化成有力條件，化短為長。“長善救失”尊重學生的差異性、多樣性和獨特性，

過分強調統一會迫使學生不得不“截長補短”，從而泯滅了個性和創造性。 

 

四、掌握教學時機 

前章提及《學記》有學年的制度，對不同年級的學生有不同的要求，這是爲了

逐步提升學習的難度，讓學生能更好地、更輕鬆地建構起知識結構，平穩地獲得進

步。學習要講求方法和時間，不能雜亂無章。《學記》也說：“幼者聽而弗問，學

不躐等也。”這是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知識水平等具體情況而定，使教學能按

部就班地進行。 

“大學之法：禁于未發謂之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

為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此句為闡述教育成功的方法。《學記》中的教學計劃注重主次先後，有步驟地

進行。故“大學之法”里“豫”，“時”，“孫”都和時間有聯繫。教學在最佳的

時間進行，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豫”就是在問題還未產生之前做好防範，教者

                                                           
50

 《禮記章句·學記》，《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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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自身的經驗和觀察力，對學生的心智和學習發展中的難題，提前作出預防措施，

避免“捍格而不勝”。 

“時”就是要把握學生最佳的學習時機，灌輸他適當的學問，才能達到適時而

教的最佳效果，這就是所謂的“當其可之謂時”。在適宜的時機指導學生，就能做

到孟子所說的“有如時雨化之者。”51 所謂適當的教學時機，就是在學生已有充分

的準備，且對新知識產生迫切要求的時候。若是做不到合乎時宜的教導，“時過然

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學習就無法達到最佳的效益。《大戴·曾子立事》也說：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說明學習是有

階段性的，若在適當的時間段內沒有學習，則無法再達到學習的成效。 

至於“孫”，鄭玄注：“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

也，施，猶教也。孫，順也。”52 王夫之說：“‘陵’，越也。‘節’者，教者淺

深之次第。”53 教師應根據學生的程度，其中包括年齡階段、知識水平，來決定教

學內容的難易程度，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和效果。反之，“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

不修”教師若無法循序漸進地教學，就會導致學生對學業的進度無法掌握，對學習

感到力不從心，甚至對學習失去信心和興趣。 

當然，在問答方面，教者也要因人而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

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無論是問或答，教師的啓發也要由易至難，
                                                           
51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52 
52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061。 
53

 《禮記章句·學記》，《船山全書》（第四冊），頁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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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淺入深，由簡單到複雜，漸進性地依據學生的能力，相機點撥，使學生能掌握基

礎，追求更高的學問。為人師者在啓發學生問題時，要發放自如，恰到精妙處，如

荀子《勸學篇》：“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

子如嚮矣。”54“不問而告”，“問一告二”皆非善待問者，問答之間，其妙如此。 

北宋張橫渠說：“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才，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

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材足以有為，

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55 他認為

“人之材足以有為”，關鍵在於如何教。教師若能把握時機，順著學生的性格和程

度，適當地引導開解，就能使學生的潛能得到最大的發展。 

 

五、啓發誘導 

《學記》認為一位優秀的教師應該懂得“善喻”。“故君子之教喻也。” 

“喻”是曉喻，即啓發誘導的意思。孔子強調教者要善於啓發，“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56，“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57，都說明“喻”的道理。聖人教人明

白簡易，非只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得之妙，當在自我體悟，有如孟

子所云：“君子引而不發”58 乃欲其自得，“自得之學”即是“為己之學”，不體

                                                           
54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13-14。 
55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64-965。 
56

  《論語·子罕》，《四書章句集注》，頁 111。 
57

  《論語·述而》，《四書章句集注》，頁 95。 
58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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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者，乃在學生本身年齡、努力與資質問題。59 荀子也認為教者應具有善喻的講解

能力，“譬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60《學記》也反映了這思想，並進一步地論

證了啓發誘導的方法與目的。 

對於“喻”，《學記》提出了三個要求，即“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

達”。“道而弗牽則和”，引導學生，但不強迫學生服從，給予學生自由思考和發

揮的空間，學生也較容易親近老師。“強而弗抑則易”，嚴格對待學生，但不抑制

其個性發展，不施加壓力，使學生不會對學習望而卻步。“開而弗達則思”，引領

學生開啟思路，但不直接將結論和盤托出，讓學生自己探索，培養獨立思考的習慣。 

要讓學習有所發展，首先要引導學生對學習的內容產生興趣，激發其積極思維，

聯繫其自身的既有經驗去思考問題、分析問題進而解決問題。從中體會學習的樂趣，

進而更主動地學習。因此，教者的啓發誘導，需要配合以對學生的觀察和瞭解。

“君子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這揭示了啓發誘導和因材施教的

關係。教師懂得入學之門有難易之分，瞭解學生的資質有美惡之別，即要“時觀而

弗語，存其心也”，經常留意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和發展，要“知其心”，才能確

定最佳時機，以多方引導學生。因此，只有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則，教師才能做到啓

發誘導，發揮其教者的指導輔助作用。 

《學記》批評部份教師“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鄭

玄注：“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務其所誦

                                                           
59

 張崑將：〈從《禮記》〈學記〉篇看古代教育的“教”與“學”關係〉，頁 11。 
60

 《荀子·非相》，《荀子集解》上冊，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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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惟其未曉。”61 朱熹說：“數，謂形名度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

本也。”62 他們都認為教者若無法真正掌握知識，卻強行向灌輸艱深難懂的道理，

並不能達到教育的目的，反而可能會為學生的積極性和思考質量帶來負面的影響，

導致學生“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  

教師教得多，學生不一定能完全吸收，故《學記》要求教師的語言要“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適量的提點，反而能讓學生有足夠的思考時間和空間。這說

明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作為指導者、輔助者的教師，應該要懂得用精妙含蓄的語言，

具啓發性的例子來引導學生思考，以此提升學生的思辨能力，以自身的獨立思考獲

得新知識。這也就是啓發誘導的目的：“和、易以思”。 

啓發誘導是爲了處理好教與學的關係，使教與學融洽，達到學生不視學習為畏

途，能夠形成獨立思考能力的目的。63 鄭玄注：“思而得之深”“學不心解，則亡

之易”64，說明學生若能自動思考，所學到的也會更為深刻，反之，若只是一味接

受而不去思考，所學的就會很容易忘記。將思與學緊密聯繫，也稱得上是中國古代

教育思想的一大特點。如孔子所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65，程頤提出

                                                           
61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64。 
62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65。 
63

 楊曉：〈試論《學記》的學習發展觀〉，《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 年第五期，頁

30。 
64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65

  《論語·為政》，《四書章句集注》，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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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66 都要求學生以所學的知

識，結合自身的經驗和感悟，進行思考。 

學要有所思才能進步，故教者之“喻”能引導學生，使學生學會思考，善於明

辨，走向“知類通達”的“大成”。學生也應配合老師的教誨和開導，更自覺、積

極地學習，才能在教師所給予的基礎上進行更廣泛，更深層次的思考，獲得新知識。 

 

第二節、學生的教學原則 

一、藏息相輔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正業是指正式的課業教學，

而居學則是正式課業以外的課外作業。“居學”讓學生能溫故知新，自由思考並在

課外的活動中學習一些技能，以補充和輔助正式課業。“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

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學習要從基礎

開始，課外的操縵、博依、雜服，都能使學生更快掌握弦、詩、禮的學習。不僅如

此，課外的實踐活動還有助培養興趣，使學生體會學習的樂趣。 

除了課業和課外的學習，學生也應該有適當的休息和玩樂。然而，學習是不間

斷的，“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學習在於生活中的各種體驗

                                                           
66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十五》，《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1，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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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歷練，無論什麽時候都要惦記著學習，保持虛心向學的態度。所學到的，要藏於

心中，表現在行為上，休息和玩樂時也不忘記。 

 

二、相觀而善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這說明，學習其他相關的知識，能將間接的

經驗轉換為直接的經驗。孫希旦認為“此三者，非皆生而能之，由於見聞習熟而馴

而致之也。”67 可見見聞需要積累，技能需要練習，才能表現得出色。結合課業的

理論與課外的實踐，就能將知識融會貫通，對學習更有信心和感興趣，才能“安其

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學記》提出樂群、親師、取友一類的要求，說明學習並非是個人能獨立完成

的事。這包含了儒家注重群體作用的思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人與社會的關係都

是重要的命題。春秋戰國時期的師生學術團體，經常生活在一起，是個群性的團體，

更有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相觀而善之謂摩”，親近師友，相互觀摩，若能“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68，就能在學習上互相啓發、互相切磋，合作探究，取長補短。

反之，“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少了師友的啓發，個人的眼界和思維都難

以拓展。“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若交友不慎，則會使人不思進取，甚至荒

                                                           
67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71。 
68

  《論語·顏淵》，《四書章句集注》，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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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學業，故應“擇其善者而從之。”69 因注重這一點，《學記》才會將“敬業樂群”

“論學取友”列入考核範圍，以評估學生的能力。 

 

第三章、教育的重要意義 

教育是根據一定的社會需要進行的培養人的活動，是一定社會條件和歷史條件

的產物。同時，它又與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70 儒家教育處於

主導地位，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大特點，它反映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具有獨特的意

義。從《學記》一篇中，可得知儒家教育能處於主導地位，主要是因為它關注人生

問題，與政治緊密聯繫，且符合時代社會的需求。 

 

第一節、“學”為修己治人之道 

中國社會從很早就擺脫神學，不依賴於“神”的超人力量，而是依賴於“人”

的探索和勞動。特別是春秋戰國以後，舊的“天命”觀念發生動搖，人的作用和價

值開始受到重視，人治重於神治意識順勢產生。“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

行。”71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72 從神學獨斷中脫

                                                           
69

  《論語·述而》，《四書章句集注》，頁 98。 
70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緒言頁 1。 
71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春秋左傳正義》

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300。 
72

 《春秋左傳·桓公六年》，《春秋左傳正義》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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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人們從宗法中產生道德，“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

德之團體”73，而道德成為維繫整個社會的根本紐帶。 

《學記》云：“人不學，不知道”，這揭示了人非生而知之者，需要通過後天

的學習，才會“知道”，才能發展和完善自己。陳澧《東塾讀書記》：“知類通達，

物格知至也。強立不反，意誠、心正、身脩也；化民易俗，近者說服，遠者懷之，

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其離經辨旨、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格物致

知之事也。”74《學記》中反復強調格物致知之事，是認為人是必須學習的。 

《學記》說：“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

以有志於學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學為眾事之本。四者，謂不官為群官之

本，不器為群器之本，不約為群約之本，不齊為群齊之本。言四者莫不有本，人亦

以學為本也。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為聖本也。”再次肯定學的作用，認為學是達到

聖的根本，若以學為本，則眾事能成，也可以從根本上把國家治理好。 

《學記臆解》說：“人生得於天者為性，成於己者為學，有生以後無天權，而

己有權，故學尚焉，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道者由己及人之路。”75 這說明

了人的先天素質和後天學習的關係。“得於天者為性，成於己者為學”，即使天賦

予人性命，然而人的命運並非掌控於天，需要後天的努力學習才能有所成。孔子說：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76 指出了人與人的差別在於個別的“習”，即後天環境

                                                           
73

 王國維著：《觀堂集林·殷周制度論》，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463。 
74

 陳禮：《東塾讀書記（外一種）》，頁 171。 
75

 [清]劉光蕡撰：《學記臆解》，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頁 1。 
76

  《論語·陽貨》，《四書章句集注》，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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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特別是教育和學習，同時也包括個人的主觀努力在內。這是儒家重視教育

的理論基礎，也是“學而知之”論的基礎，肯定教育在人的發展中起重要作用。 

孔子認為品德好的人，也有接受教育的必要，他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朱熹注：“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

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77 由此可見，後天的學習比先天的本性更為重要。 

人性論為教育提供理論根據，然而人性無論是善或惡，人都需要學習。孟子認

為人有先天的善性，良知良能是源於人的本性，但若沒有加以存養擴充還是會散失

的，因此他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78 他以邏輯推理的方法論證道

德的起源，把對道德問題的討論引向人的主觀修養一途。79而主張“性惡”的荀子，

認為教育是一個“化性起偽”的疏導和糾正惡的本性的過程，其方式表現為外求式

的學習積累。他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

其性一也。”80 而之所以有的人成為堯舜，有的人成了桀跖，都在於“注錯習俗之

所積”81，認為道德與知識都來自後天環境的教育與積累。他們都認為學習會對人

的思想和行為帶來正面的影響，可見他們側重於重視思想道德教育。 

                                                           
77

  《論語·陽貨》，《四書章句集注》，頁 178。 
78

 《孟子·告子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34。 
79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278。 
80

 《荀子·性惡》，《荀子集解》下冊，頁 441。 
81

 《荀子·榮辱》，《荀子集解》上冊，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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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學習能使人明

白“道”的寶貴，故《學記》強調無論何時都不能忘記學習，就如《中庸》所說的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

教。”82“教”就是以“修道”使人去惡趨善。朱熹將“道”釋為“路”，他說：

“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

則所謂道也。”83 教育人向善是爲了讓人“率性”，回歸、依循“本性”的作為，

原本就應當這樣做。 

《中庸》雖然主張教育是率性修道，但又認為能否到“誠”和“至誠”，還要

靠“尊德性而道問學”84，既要發揚先天的善性，也要注重後天的學習和努力。因

此，在學習上強調個人的主觀努力。“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85 一個人的主觀努力能改變其愚或柔的天資，頑強的學習才能培養出聰明和

堅強。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86 這種

重視和提倡“困知”、“勉行”的精神是可貴的。87 

                                                           
82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17。 
83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17。 
84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35。 
85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31。 
86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29。 
87

 王炳照等主編：《簡明中國教育史》，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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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教育觀中，明確地肯定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認為教育有使人去惡趨

善的能力。《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88“明德”

是人天生的善性，“明明德”就是把“明德”發揚光大。在心性中下存養工夫，以

達到修己的目的。修己是爲了治人，所以要“親民”。朱熹作“新民”，即推己及

人，使人們去其“舊染之污”，直到達成“至善”。孫希旦說“唯有學，則明德以

新民，而可以化民成俗矣。”89 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而且說明受教育不僅是爲了

修己，而且要推己及人，即“治人”。“修己”和“治人”即為儒家教育的基本目

標，以“脩己以敬”成德之基本功夫，作為“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90 

的治人要求，學問上的修己功夫與政治上的治人功夫都得兼顧。這兩者之間有所區

別91，卻存在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修己”為“治人”打下基礎，而“治人”則

必須身居官位。 

中國文化以“人”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表現了鮮明

的重人文、重人倫的特色。但是，在對於自然界本身的認識和改造方面，卻受到忽

略。92 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們使用“道”一詞，主要的——如果不

是惟一的——是指人類社會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這在他們對待精神世界和知識的

態度上表現的很明顯。他們固然沒有把個人與社會人分開，也沒有把社會人與整個

                                                           
88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頁 3。 
89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56。 
90

 《論語·憲問》，《四書章句集注》，頁 159。 
91

 詳見徐復觀：〈儒家在修己與治人的區別及其意義〉，《學術與政治之間》，台北：臺灣學生書

局，1985，頁 229-245。 
92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頁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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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分開，可是他們向來主張，研究人類的惟一適當對象就是人本身。93 從儒家

教育重人倫，輕自然科學這一點看來，可見相對於物質文明來說，中國人更注重精

神文明。 

 

第二節、國家長治久安的要素 

中國思想，自始即偏重在人生界，因此對政治問題，普遍異常重視。94 中國古

代的教育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學記》也明顯反映這“政教合一”的特點，將

教育提高到政治的角度來認識。它依據商周以來教育發展的經驗，綜合春秋戰國時

期的思想成果，肯定教育有固國齊民的社會作用，是實現良好政治的最佳途徑。 

《學記》開篇就明確地指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就是“化民成俗”、“建國君

民”。“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文，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

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發佈政令，求賢就士是政治意圖的表現，

可見要化民成俗的人，是擁有政治權利的天子。高明士《中國教育制度史論》指出，

化民成俗的前提是“以聖為王”。此處的君子，原來指的是聖人，但因遠古是以聖

                                                           
93

 [英]李約瑟著：《科學思想史》，《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ume 2), by Joseph Needham, The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頁 8。 
94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頁 80。 



37 

 

為王，所以釋為治者、國君亦通。
95
 《學記》作者認為興學校、行教育，能育人才，

化民眾，美風俗，君主應以教化人民，培養良好風俗來管理人民，建設國家。 

教化的特點是防患于未然，通過正面教育的薰陶、榜樣的示範、環境的感化和

社會輿論的力量，使人們形成良好的道德習慣，自覺地而不是被迫地，甚至無意識

地將自己的思想行為納入倫理綱常的軌道，達到孟子所說的“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

96 那樣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97 這正反映了儒家的德治精神，也體現了儒家“入世”

思想和為統治者服務的理念，故儒家的教育思想是將教育與政治緊密結合，通過教

育以沿襲和發揚統治階級的思想。 

朱子曰：“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孫希旦說：“人君而能就賢體遠，

亦可謂有志於治矣。然苟未知學，則所以化民者無其本也。唯由學，則明德以新民，

而可以化民成俗矣。”98 君主若有志於治理國家，能就賢體遠，就能讓民眾知道

“貴德而尊士”99，再通過教育，使人民形成良好的道德風氣，維護國家安定，進

而達到“治”的社會秩序。教育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地位當然也要相等的崇高。

“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主以教育視作為最優先處理的要務，可

見其重視程度之高。故《學記》引《尚書·兌命》的話說：“念終始典于學。”對

教育事業要貫徹始終，才能使它充分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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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士著：《中國教育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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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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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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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學記》，《禮記集解》中冊，頁 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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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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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成俗，其必由學”，“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十六個字明確指出，

教育對於維護國家統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化民成俗”的關鍵在於樹立良好的

道德風尚，“建國君民”則需要造就和使用大批賢才。從二者關係看，賢才本身首

先應該是道德行為的典範，而維持統治秩序的道德規範需要社會全體成員共同遵行。

100 爲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儒家主張教人民以“禮教”，使人民各守本分。 

孔子將“禮”由禮儀往禮治、禮教發展，以“禮”視為治國治民的方針，他認

為“禮”有維持統治秩序的作用，強調“為國以禮”101，他說：“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102 在孔子看來，不能用“禮”的原則來

治理國家，即使實施一些禮節儀式，也不能說是真正實行“禮”。“禮”是社會各

階層成員立身處事的基本原則。103 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04 認為禮比刑法更能改變人民。 

荀子認為禮法的產生，是爲了抑制人們的慾望和爭奪，維持合理的社會秩序，

他說：“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105，並指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

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106 儘管他承認法的存在必要，但還是肯定禮的崇高

地位。在儒家看來，禮是通過定制度、立規矩、決是非、明好惡等措施來達到防微

杜漸，使人們潛移默化，“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

                                                           
100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231。 
101

 《論語·先進》，《四書章句集注》，頁 131。 
102

 《論語·里仁》，《四書章句集注》，頁 72。 
103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14-15。 
104

 《論語·為政》，《四書章句集注》，頁 54。 
105

 《荀子·性惡》，《荀子集解》下冊，頁 440。 
106

 《荀子·勸學》，《荀子集解》上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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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知也”107，比起一般政令刑法單純禁止和懲戒的方式要高明一籌。108《禮

記·曲禮上》：“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故曰：禮

者不可不學也。”109 這裡的“學”是指教學和學習活動，可見禮總是和教育措施

密不可分的。孟子也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110 禮與教育

都是國家安穩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少了這兩項都會影響國家的治亂，是國家長治久

安的根基。 

《學記》謂：“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本。”鄭注說道，“本立而道生，言以學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

111 再次肯定教育在化民成俗，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作用。只有重視教育才能保證

國家的長久統治。由於教育和政治關係密切，且互相影響，互相依存，故《學記》

的教育制度中主張由國家辦學，《禮記·王制》也有類似的看法：“天子命之教，

然後為學。”112 認為教育由最高統治者親自掌管。 

除君主外，各級官員的德行，特別是各級地方長官的表率作用也屬教化的範疇，

這是儒家強調尚賢使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孟子說：“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113 賢士使道德和學識體現在具體的人身上，成為活

生生的典範，而國家興辦學校、造就賢才並加以選拔錄用，也就為所有人提供了效

                                                           
107

 《禮記·經解》，《禮記訓纂》下冊。 
108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22。 
109

 《禮記·曲禮上》，《禮記訓纂》上冊，頁 7。 
110

 《孟子·離婁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76。 
111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 
112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76。 
113

 《孟子·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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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榜樣和努力的方向，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崇學重道、歸於教化，其作用和影響遠

遠超出學校教育本身的範圍。 

國家通過選士來確定賢才的標準，並以功名利祿獎勵學有所成者，因而選士制

度對教育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儒家經籍中有許多關於西周以前選士的記載，其最

系統的敘述見於《禮記·王制》： 

“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

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

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114
 

這是一個逐級選拔人才的完整程序，貴族子弟和由地方選拔上來的“國之俊選”同

在學校接受教育，然後再經過考察評議，賢者任以官爵。西周時究竟是否存在這樣

完善的選舉制度尚待確證，但是可以肯定，漢代和漢以後的取士制度是以這種設想

或規劃為指導的。115 

“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116，儒家通過教育活動來擴大影響，培育人

才，以求獲得從政的機會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為政”是孔子教學的主要內容

之一。《論語》中僅弟子“問政”的記載就有十餘處，至於涉及治國政務的討論就

更多了。儒家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將士培養成有理想、道德和治國才幹的君子。117 

                                                           
114

 《禮記·王制》，《禮記訓纂》上冊，頁 195-196。 
115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167-168。 
116

 《荀子·大略》，《荀子集解》下冊，頁 509。 
117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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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希望社會各階層的成員都能各安其位，自覺地遵守統治階級所規定的制度和行

為準則，從而確保王朝的長治久安。儒家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針，教學內容都明顯

政治化，這種入世思想使儒家教育得到統治者認同，而它也名正言順和政治扯上關

係，學與仕緊密聯繫。 

 

第三節、符合社會文化的需求 

一、尊君重民 

中國古代文化是靠教育傳遞下來的，故十分重視教育。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

業文化，人民在此基礎上形成獨具一格的“實用——經驗”理性118，產生務實精

神，安土樂天的思想，習慣安定平穩的生活。人民長期運作於農業，有著孤立的經

濟，導致社會極度分散，需要專制集權政治加以統合，以抗禦外敵和自然災害，因

此產生君主集權政體的形成，以及“國不堪貳”的尊君傳統。 

人民安居樂業才能穩定生產，為朝廷提供租稅賦役，維持宗法社會的正常運轉。

因此，“敬德保民”、“民為邦本”的思想傳統相繼產生，作為成就“盛世”的原

則。“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體兩翼。

119 在教育思想上，此特點也相當明顯。如《學記》中所說的“化民成俗”“建國

君民”，是表現一種“上所施，下所效”的教育觀念。孔穎達說：“天子諸侯及卿

                                                           
118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頁 271。 
119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頁 27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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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學則博識多聞，知古知今，既身有善

行，示民軌儀，故可以化民成俗也”120。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未來的統治階級，同

時也是教化民眾，使之服從統治教育的施行運作包括人民教養及貴族教育二層面。 

西周時期的教育對象只限於貴族子弟，即所謂“國子”。鄭玄注：“國子，公

卿大夫之子弟。”121 例如：師氏“以三德教國子”122，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

之六藝”123，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124，樂師“掌國學之政，

以教國子小舞”125 等等，可見儒家高度重視君主教育。直到春秋時期“天子失官，

學在四夷”，官學衰微，私學趁機而起，使在西周時屬於下層貴族和一般平民的

“士”也能更為普遍地接觸教育。而士也成為從事教育活動的基本力量，並有機會

憑藉自己的學術和才幹為統治階級服務，即“學而優則仕”126。 

儘管教育平民化，然而就目的上而言，貴族和一般民眾還是有所不同。“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127 貴族教育側重在培養各級政治領導人具備

倫理道德修養，以便以身作則，上行下效，使民眾歸化，“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128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129 反之，給予人民的教養方面，則是令其安居樂業，

                                                           
120

 《禮記·學記》，《禮記正義》中，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050。 
121

 《周禮·地官司徒·師氏》，《周禮注疏》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348。 
122

 《周禮·地官司徒·師氏》，《周禮注疏》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348。 
123

 《周禮·地官司徒·保氏》，《周禮注疏》上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352。 
124

 《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周禮注疏》下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573。 
125

 《周禮·春官宗伯·樂師》，《周禮注疏》下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596。 
126

 《論語·子張》，《四書章句集注》，頁 190。 
127

 《論語·陽貨》，《四書章句集注》，頁 176。 
128

 《論語·子路》，《四書章句集注》，頁 142。 
129

 《論語·憲問》，《四書章句集注》，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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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樸好禮，忠愛家國社會。130 總而言之，儒家的教育是要教貴族保民，教人民尊

君，以維持家國的安穩。 

政權的穩固與否取決於民心向背，而教育感化則有助於得民心，鞏固統治。孔

穎達《禮記正義·緇衣》中提及“教民以德不以刑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

禮，則民有歸上之心。”131 從歷史上借鑒，儒家學派認同民眾的凝聚力，多關注

統治者本身的修身問題，爲了防止民眾因不滿統治者而發生危及國家統治的“時

變”，因此特別重視教育。孟子認為教育是仁政的基礎，“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132  

統治者要懂得體恤人民辛苦，關心人民生活，施行教育的先決條件是讓人民有

安定的基本物質生活。孔子倡導的德政以“裕民”為前提，希望統治者“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133 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以後，就要興學，“富而後教”134，施以教育，

使人民服從於國家。 

 

 

 

                                                           
130

 陳章錫：〈從王船山“兩段一致論”考察《小戴禮記》教育觀〉，《揭諦》2003 年第五期，頁

133。 
131

 《禮記·緇衣》，《禮記正義》下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502。 
132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53。 
133

 《論語·堯曰》，《四書章句集注》，頁 194。 
134

 見《論語·子路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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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國一體 

中國古史的發展脈絡，不是以奴隸制的國家代替由氏族血緣紐帶聯繫起來的宗

法社會，而是由家族走向國家，以血緣紐帶維繫奴隸制度，形成一種“家國一體”

的格局。社會組織結構長久地籠罩在父系家長制的陰影之下，父是家君，君是國父。

135 古代人們經常把家看成是國的縮影，治家看成國家治亂的基礎，如《大學》云：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136 家和

國緊密聯繫，家國一體的觀念根深蒂固，個人、家庭與社會、國家緊密聯繫。梁任

公說：“吾國社會之組織以家庭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也。”

馮友蘭則更認為“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社會制度”。誠然，中國人常只知有家而不

知有社會，在中國，一般人的心理上，國家以外就是家，因此常以“家國”並稱。

137 

社會組織主要是在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間的宗法原則指導下建立起來。

在宗族內，每一個人都不被看做是獨立的個體。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

在群體之中的，因此，每個人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之類，這就是所謂“人道親親”138。從“親親”的觀念出發，可以引

申出對君臣、夫妻、長幼、朋友等等關係的一整套處理原則。 

                                                           
135

 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修訂版），頁 273-274。 
136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頁 3，9。 
137

 金耀基：《中國儒學文明的現代轉向與文化重構》，收入周質平、Willard J.Peterson 主編：《國

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2，頁 6。 
138

 《禮記·大傳》，《禮記訓纂》，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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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教育的教化、感化，人民明白倫常道德，就會遵守現行社會秩序。這也就

是達到“至善”的境界，“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139 孟子認為學校教育的實質是“明人

倫”：“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

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140 其教育思想側重道德，教以處理

基本人際關係的準則。 

《學記》說：“古之學者，比物丑類，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

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于五服，五服弗得

不親。”教師雖然不在五服之列，但是能通過教導和講解，使人明白五服。這意味

著教師有責任教以五服，使人們分清五服所體現的親疏關係。人在社會上的關係，

大抵脫離不了五倫，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141 

我們可以看到五倫中有三倫是關於家庭中人的，於此可見家之重要性。142 若能妥

善處理，各守本分，社會秩序就不會亂。儒家的教育方法則是首先著眼於個體而不

是群體的，其目的正是要將每一個體塑造成為群體中的和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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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章句集注·大學》，頁 5。 
140

 《孟子·滕文公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25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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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書章句集注·中庸》，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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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耀基：《中國儒學文明的現代轉向與文化重構》，收入周質平、Willard J.Peterson 主編：《國

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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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教育是人類特有的社會現象,它與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社會現像有著緊密的聯繫,

又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中國古代許多教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並從不

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儘管其立場觀點各有傾向，但都肯定了教育對人、對

社會的教化作用。 

《學記》較為突出地反映了“學為主體, 教為主導”的思想，強調教學雙方配

合, 共同完成教學任務, 教學原則中也提出教學必須在學生的求知欲基礎上進行, 

提倡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交往和交流,非常重視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主體”作

用。如啓發誘導必須在學生“心憤憤，口悱悱”的時候進行,教師並非只是單方面

地傳授知識，而是要配合學生的進展，給予適當的教學，在問答中也讓學生有最大

的自由想像空間，去思考然後獲得新知識。《學記》提倡學生自己的探索性自學, 

要求學生自己通過思考理解課文內容，認為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進學之道”。 

教師在教學中起主導作用，故《學記》對教師也提出嚴格要求：要有淵博的知

識和崇高的道德修養，還要熟練地掌握教學理論和技巧。相對的，充分肯定教師作

用的《學記》也給予教師極高的社會地位。然而，教師的地位並沒有一直維持下去，

從周代頗受尊重的三公，至秦漢尊而不用的三師，以致後漢“侍講”、“侍讀”的

出現，“師”淪為“侍”，更形漸絀。 

由於先秦是將教化工作歸為聖者君子的責任，到秦漢以後自然就成為皇帝的責

任。先秦諸王，是以德而成為聖者，其教化人民，是讓人民感化其德，明倫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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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乃成為首要任務。但秦漢以後的皇帝，是以掌握兵、刑而成為聖者，此時所實

施的“教化”，已非為先秦之舊，而是配合皇帝政治所實施的政治教育。143 漢以

後國家以教育內容和選舉制度控制教育，使教育成為統治者的政治手段，以達到控

制思想的目的。教學內容的改變也使學子的學習目標從學習“聖賢之道”，受到功

名之影響而為之變質。 

《學記》所涵蓋的儒家教育思想，即以聖為王而施教於民，通過典籍作教材，

傳達以禮樂為中心的內容，使人民明白禮義。《學記》把教育與個人發展、社會進

步緊密相連，突出教育的政治功能，是中國古代教育的特色。提出教育先行的思想，

更是難能可貴，意義重大而深遠。 

春秋時期，士階層迅速發展，一大批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了的舊貴族加入了士的

隊伍。這些舊貴族大多具有政治經驗和文化知識，掌握原屬官方壟斷的文獻典籍及

各種禮器，他們地位的下降使學術文化擴散到民間，即孔子所說的“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144。此後，官學衰微，私學趁機而起，相繼設館授徒。從孔子開始，許多

卓有成效的教育措施、經驗和思想理論出於私家教育，而官學主要提供規章制度，

特別是考試和選拔制度。官學和私學並立及相輔相成的局面，是中國古代教育事業

繁榮的一個重要象徵。 

                                                           
143

 高明士著：《中國教育制度史論》，頁 7。 

144
  《春秋左傳·昭公十七年》，《春秋左傳正義》下冊，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頁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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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前身與教育的歷史淵源，它作為“士”的以學求仕的社會地位，實現禮

治的政治理想，擁有從事教育活動的理論指導、系統的教育內容及教科書，這些條

件使得儒家成為提倡和實施教育的最主要學派。145 與各家學派相比之下，儒家教

育比較平實易行，雖然終極標準很高，但具有多層次的效應，尤為適宜“士”的既

為民又可為官的身份特點。儒家的道德培養，可以使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
146
。 

儒家認為，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應該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認為無不需教

之人，亦無不需學之時，學校教育只是其中一部份，但它在推動整個教化活動的開

展上起著關鍵作用。當然，儒家這些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化的，不僅廣大勞動

人民，也包括統治階級成員在內，不可能完全按照儒家的意願行事，而且受客觀物

質條件所限，古代教育活動也難以達到儒家理想的廣度。 

 

 

 

 

 

                                                           
145

 俞啟定著：《先秦兩漢儒家教育》，頁 36。 
146

 《孟子·盡心上》，《四書章句集注》，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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